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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价格、政府补贴 

与生猪价格指数保险需求 

——来自保险公司的大样本保单数据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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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价格指数保险是养殖业抵御市场风险的重要工具。本文使用 2015—2018 年某保险公司的大样本保单

数据，实证分析市场价格、政府补贴对生猪价格指数保险需求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养殖户投保需求

有正向显著影响，市场价格对养殖户的投保需求有负向显著影响。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养殖规模越大，市场价格

和政府补贴对投保需求影响越大。因此，本文认为应加大财政补贴力度；不断完善价格指数类保险产品，针对不同

规模的养殖户开发不同类型的保险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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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农业生产面临的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是阻碍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原因。通过农业保险为农业生产者提供风险保障，是稳

定农业产业的重要手段和促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措施。自 2007年中央财政开始补贴农业保险保费以来，我国农业保险迅速发展，

保费规模自 2008 年以来一直稳居世界第二。但是，我国现有的大部分农业保险主要是应对自然风险的农业产量保险，对市场风

险的防范远远不够。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农产品价格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许多农户开始对保险的

需求不仅限于提供生产环节风险的保障，还希望保险能够抵御市场价格变化的风险。[1]对此，许多学者在借鉴国外相关经验的基

础上，提出建立农产品价格指数保险，以第三方机构公布的客观“指数”为赔付依据，
[2]
降低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对农民收益的

影响。 

价格指数保险是一种当农产品市场价格低于事先约定的价格指数时，承保方对投保者赔付的保险产品。国外一般把期货市

场的实时价格作为价格指数，但由于国内期货市场还不完善，各省（区、市）的价格指数均采用当地的市场平均零售价作为价

格指数。农产品价格指数保险相较于传统的农业产量保险有两大优势：一是减少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的出现。价格指数一

般是选取第三方机构公布的客观数据，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无法提前预测相关指数，难以影响赔偿的可能性。二是赔付流程简单

易懂。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不必联系保险公司进行农作物损失查勘，只需获取市场价格的数据便可计算出自己应获得的赔付数额。
[3]
2011 年，为减小市场价格变动的冲击，上海首先在全国推出蔬菜价格指数保险，以稳定当地的蔬菜市场供给和价格。 

2014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逐步建立农产品目标价格制度，探索粮食、蔬菜、生猪等农产品目标价格保险试点”。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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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地方支持扩大农产品价格指数保险试点”。2019 年 5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通过《关于加快

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全面推广指数类保险。目前，价格指数保险已在全国多个省市开展试点：浙江省推出

“绿叶菜”价格指数保险，保障范围覆盖全省 1.38 万亩农田，累计赔款 20 万元；湖南省推出小龙虾价格指数保险，为小龙虾

养殖户累计提供 5000 万元的保额；山东省开始试点鸡蛋价格指数保险，参保的下蛋母鸡数量超过 5000 万只，占本省下蛋母鸡

总数的 50%以上。可以看出，农产品价格指数保险已成为政府通过市场手段保障农民收入的重要方式。 

生猪产业是我国农业生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生猪市场的价格波动不仅影响普通养殖户的收入，还给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

带来巨大的挑战。从近 5年的统计数据来看，生猪价格波动幅度进一步加大，2014年２月至 2015 年 4月，全国生猪市场价格持

续走低，整个生猪养殖行业进入深度亏损阶段，平均每头亏损200～400 元。尽管政府采取了冻猪集中收储的措施，但效果并不

明显。然而，自 2015 年 5 月至 2018 年年初，猪肉价格又经历了持续近三年的高位运行，并创下超过 20 元/公斤的历史新高。

2019 年，受非洲猪瘟疫情的影响，猪肉价格急剧上涨，突破 40 元/公斤的关口。过高的价格一方面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导致

市场需求下降，另一方面又为下一轮因养殖户非理性补栏而导致的价格下跌埋下了隐患。近两年来，生猪价格的涨跌起伏程度

已远超过去，通过金融手段减少“猪周期”给市场带来的冲击已经成了各市场主体的共识。相比于传统生猪养殖保险，生猪价

格指数保险是一款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保险产品。传统的通过养殖户的户主特征和户主风险偏好进行研究的方式不能充分解释引

起养殖户投保需求变化的原因，生猪养殖户的价格风险认知对其投保需求有显著的影响。
[4]
同时，政府的财政补贴不仅缓解了保

险公司的资金压力，提高了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积极性，还提升了农民参与农业保险的意愿，促进农业保险市场供需趋于

均衡，使得保险的市场价格维持在一个理想的区间。因此，有必要将市场价格和政府补贴作为主要对象进行实证研究。 

相较于其他动物养殖业，猪肉价格周期性的大幅度波动、生猪养殖户防疫意识差导致疫病发生频率高、传统生猪养殖保险

的保险金额远低于生猪价值等问题让生猪养殖业面临更大的风险。[5][6]与此同时，近几年来，我国相继出现了非洲猪瘟疫情和新

型冠状病毒疫情，这些突发公共事件使得猪肉的价格偏离市场规律，而生猪价格指数保险可以有效地帮助养殖户防范市场价格

异常波动带来的风险，稳定养殖户的收入。因此，研究生猪价格指数保险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目前，已有对生猪价格指数保险的研究大多关注保险制度的顶层设计。叶朝晖（2018）提出不合理的价格指数保险制度设

计易导致农户逆向选择行为的频繁发生。[7]廖朴、何溯源（2017）发现，政府强制性集中投保能有效降低逆向选择行为发生的可

能性，但可能会产生市场失灵的现象。[8]鞠光伟等（2016）基于对北京、山东、四川的价格指数保险效果评价，提出要合理制定

保险价格和保险的期限。[9]张峭等（2015）认为，各地除了要根据生猪价格周期合理制定价格外，生猪价格指数保险保费高的特

点决定了政府财政应给予投保养殖户一定的补贴。
[10]

张林、温涛（2019）通过对三个价格指数保险试点地区的实地调查，发现

有近 80%的政府补贴由市和区（县）承担，地方财政压力较大，补贴制度改革势在必行。[11]此外，生猪价格中的时间趋势性因素

导致保险面临较大的系统性风险，导致生猪价格指数保险难以大范围推广，需要建立包括再保险、场外期权、巨灾债券在内的

风险分散机制，将赔付风险控制在承保方可接受范围内。[12] 

作为一种农业保险，生猪价格指数保险的推广不仅要依靠科学合理的保险方案设计，还要考虑到不同投保者的需求变化。

当前，已有不少文献关注农业保险需求变化的影响因素，可为生猪价格指数保险的研究提供参考。部分学者从保险公司和保险

产品的角度，探求保险公司服务水平、保险责任范围、保险的保费对投保需求的影响。[13][14][15]亦有学者通过分析投保农户的家

庭特征，探求投保农户家庭农业人口数量和雇佣工人的人数对保险需求的影响。
[16][17]

最后，政府财政补贴对农户投保需求的影

响也不可忽视。王志刚等（2013）提出，保费补贴对农户的投保决策和农业生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8]叶明华（2015）通过神

经网络技术模拟购买决策，发现财政补贴效率低下、社会保障制度缺位影响了农户的投保需求，[19]政府应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

情况实行不同的财政补贴和社会保障政策。[20] 

基于上述文献的回顾可以看出，对农户农业保险需求的分析均是利用实地抽样调查的数据，缺少基于大样本保单数据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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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价格数据的分析，不能有效反映农业保险市场供需的变化；[13][14][15]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府补贴对农业保险的影响，很少

有学者将政府补贴与市场价格结合以探求两者对农业保险的影响；[18][19]学者们更倾向于关注推出时间更早、试点范围更大的“猪

粮比”模式很少有文章对近几年新推出的“绝对价格”模式进行实证研究。
[8][11]

因此，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选取学者关注

较少的“绝对价格”模式生猪价格指数保险为研究对象，利用生猪市场价格数据、政府财政补贴数据和保险公司的保单数据探

求影响生猪养殖户投保需求的因素。 

三、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 

（一）国内生猪价格指数保险的发展历程 

国内的生猪价格指数保险主要分为“猪粮比”模式和“绝对价格”模式两类。2012 年，我国在原有的生猪养殖保险的基础

上，于北京开始推行生猪价格指数保险。价格指数保险能有效保障生猪市场价格短期波动造成的风险。[21]与国外以生猪期货价

格为指数的保险不同，我国大部分地区采用“猪粮比”模式生猪价格指数保险（后文简称“猪粮比”模式）。保险金额和理赔依

据由当地农业部门于养殖户投保月份公布的猪粮比、玉米价格和约定生猪重量共同决定。然而，该模式存在玉米价格波动较大、

理赔速度慢等问题。 

2014 年，四川、陕西、贵州等省份借鉴“猪粮比”模式的试点经验，创造性地推出“绝对价格”模式生猪价格指数保险（后

文简称“绝对价格”模式）。在该模式中，肉猪出栏价格和保险公司的约定价格代替猪粮比和玉米价格成了决定保险金额和理赔

额度的重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猪粮比”模式存在的问题：一方面，该保险产品摒弃了传统保成本的理念，通过平台

发布拟合的价格数据，引导养殖户合理调整生产规模和周期，降低生产经营盲目性，稳定市场供给；另一方面，作为触发参数

的生猪出栏价格与农户在交易市场上获得的交易价格相一致，不受其他数据影响，养殖户不必参考当年的粮食价格，也不用进

行折算，便可直观地了解到自己能获得的价格补偿。 

（二）理论分析 

1.价格对投保需求的影响。生猪价格指数保险作为一种带有风险的金融资产，养殖户的投保需求取决于投保后他们的效用

是否提高。因此，本文借鉴张珩等（2019）的模型，采用期望效用函数理论解释价格波动对养殖户投保需求的影响。[22]根据张

跃华、杨菲菲（2012）的模型，[23]假定养殖户为风险厌恶者，即其风险厌恶系数 。 

一般情况下，期望效用函数 U(x)由未来状态的概率分布和各状态下的效用决定。假设养殖户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不参与农

业保险。此时农户无须缴纳保费，在遭受自然灾害后可能受到的预期经济损失记为 i。另一种是参与农业保险。此时若农户将其

所拥有的标的物全部投保，则需要支付的保费记为 p。因此，可以得出养殖户的收入为： 

 

其中 a为养殖户总收入；p为保险费率；x为投保生猪的比例，即投保需求(0≤x≤1)，当 x=0时，说明养殖户未参加保险；

ix 为保险的赔付额；π为生猪价格低于约定价格，保险需要赔付的概率；1-π为生猪价格高于约定价格，保险不需赔付的概率。

因此，养殖户投保的最大期望效用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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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养殖户可以自由选择是否投保以及投保的比例，根据期望函数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可得最优的投保比例满足： 

 

由上式可知，养殖户自留风险损失的效用函数与完全保障时风险损失的效用函数之比等于生猪价格超过约定价格概率与未

超过约定价格概率之比。生猪价格的波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养殖户的投保需求。 

2.政府补贴对投保需求的影响。在农业保险市场上，由于信息存在不对称现象以及消费者对政府和保险公司不够信任，使

得农户在投保过程中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农户在投保决策的过程中往往会选择能够让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式。这样的决

策会使保险公司的利益受损，保险公司减少保险的供给量，再加上农业保险具有高风险和社会平均成本低于私人平均成本的特

征，最终会造成农业保险的保费和赔付率不断升高，不仅不利于保险公司的风险控制，还使农户的投保意愿降低，最终导致整

个农业保险市场的失灵。 

我国应对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主要方法是政府进行财政补贴。政府财政对农业保险的补贴是我国继取消农业税后又一重要

的支农政策，[24]在许多刚开展农业保险试点的地区，政府的财政补贴能够有效推动农业保险市场的成长。目前，各地已基本形

成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联动补贴”的机制：中央财政补贴主要粮食作物保险，地方财政补贴地方特色农产品保险的格局，补

贴额度最高达到了总保费的 80%。虽然一些地方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补贴目标模糊、“撒胡椒面”、“平均主义”、虚报瞒报

数据等现象，[25]但财政补贴在近几年通过减少农户的应缴保费、补贴保险公司的方式有效地推动了农业保险业务的开展和推广，

较好地落实了财政支农政策。基于上文的论述，政府财政补贴能够满足农户的投保需求。 

（三）研究假说 

1.政府财政补贴与养殖户投保需求的关系。目前，已有较多的学者分析政府财政补贴对农业保险的影响。[26][27][28]政府的财

政补贴能够减少养殖户所需支付的保费，使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养殖户亦可以参加农业保险，提高养殖户的投保积极性。因此，

政府财政补贴对养殖户的投保需求有促进作用。鉴于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说。 

H1：政府财政补贴对养殖户的投保需求有正向作用。 

2.市场价格波动对投保需求的影响。由于生猪的市场价格的波动具有明显的周期性，有经验的养殖户可以通过许多途径预

测其变化趋势，从而采取逆向选择行为：养殖户会在判断后期生猪养殖市场不景气时增加投保需求，在预测市场即将回暖时放

弃投保。[29]基于上述论述，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说。 

H2：市场价格的变化对规模养殖户投保需求有负向影响。 

3.养殖户的养殖规模与市场价格波动影响程度的关系。规模大、专业化程度高的生猪养殖户投保规模大、涉及的投保资金

多。因此，相较于小型养殖户，中大型养殖户会更加关注政府补贴金额的变化以及生猪市场价格的走势，以便根据价格波动及

时调整其投保需求，降低保费成本。基于以上论述，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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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中型养殖户和大型养殖户投保需求更容易受到政府补贴和市场价格变化的影响。 

四、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一）模型设定 

规模养殖户在投保时，影响农户投保需求的因素较多。本文设定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yi 为规模养殖户 i 的投保需求，用生猪投保数量表示。Xj（j=1,2…7）分别表示政府总补贴、肉猪出栏价格、仔猪

价格、农林牧渔产值等影响投保需求的 7种因素。β0和ε分别表示常数项和随机扰动项。ε服从均值为 0，方差为σ2的正态

分布。 

（二）变量选择 

本文主要考虑市场价格变动和政府财政补贴对规模养殖户投保需求的影响。基于上文的理论分析和假设，选取了如下变量： 

1.投保需求（y）。本文参考廖朴、何溯源（2017）的变量设置，选取养殖户的生猪投保数量作为因变量来衡量养殖户的投

保需求。
[8]
 

2.政府补贴（x1）。本文主要考察政府财政补贴总额对投保需求的影响。补贴总额即各级政府的补贴的总和。由于生猪价格

指数保险未获得中央财政补贴，因此本文政府的财政补贴包括省级财政补贴、地市级财政补贴和区（县）级财政补贴。 

3.市场价格（x2）。肉猪出栏价格是指养殖户将生猪出售给屠宰场或中间商时的交易价格，既是反映养殖户的生猪养殖收入

的重要指标，又是“绝对价格”模式保险定价和理赔的重要依据。因此，本文选取肉猪出栏价格为核心变量。 

4.关联价格变量（x3、x4、x5）。虽然肉猪出栏价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市场价格变化的影响，但仍然存在一些缺陷：未

能反映市场整体养殖规模的变化，未能反映生猪饲料价格变化对投保需求的影响。因此，本文选取仔猪价格、小麦麸价格和玉

米价格作为关联价格变量。 

5.地区宏观经济变量（x6、x7）。除政府补贴和市场价格外，投保养殖户所在地的经济发展状况也对投保需求有所影响。本

文将投保养殖户所在区（县）的部分宏观经济指标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包括农林牧渔生产总值和年末生猪存栏头数。 

（三）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生猪价格月度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和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官方网站，地方经济数据来源于2015—2018 年的《四

川统计年鉴》，财政补贴和投保数据来自四川省某保险公司。截至 2019 年 10月，该公司“绝对价格”模式产生的保单数超过3000

份，为生猪养殖户提供 23 亿元的风险保障，在四川省的生猪保险市场份额占比超过 70%，签单保费规模居西南地区第一、全国

第二。因此，该公司的保单数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由于 2014 年产品刚推出时存在养殖户集中投保现象以及 2019 年非洲猪瘟

使得猪价异常波动，不能有效反映各类价格指标与规模养殖户投保需求的关系。在剔除无效的保单数据后，最终选取了 2015 年

1月至 2018 年 12 月四川省的 1274份保单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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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数据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投保数量（万头） 0.27 0.53 

自变量 

省级补贴（万元） 2.02 8.96 

地市级补贴（万元） 7.12 15.85 

区（县）级补贴（万元） 6.58 12.98 

总补贴（万元） 15.05 28.70 

控制变量 

关联价格变量 

肉猪出栏价格（元） 16.39 1.28 

仔猪价格（元） 23.32 4.40 

小麦麸价格（元） 1.93 0.06 

玉米价格（元） 2.27 0.14 

地区宏观经济变量 

农林牧渔总产值（亿元） 54.58 28.25 

年末生猪存栏头数（万头） 35.18 19.18 

 

本文选取的保单主要分布在成都、自贡、乐山、遂宁、绵阳和宜宾六个城市的 30个区（县）。每份保单与其签单日期①所在

月份的市场价格数据和当年的地方经济数据匹配。从保单数据可以看出，有 82%的保单投保生猪数量超过 1000 头，每份保单平

均投保数量接近 3000 头。另外，所有保单都未获得中央财政补贴；有 19%的保单有省级补贴，有 95%的保单有地市级补贴，有

99%的保单有区（县）级补贴。其中，地市级补贴的均值最大，省级补贴均值最小。不同地市和区（县）的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导

致保费补贴差距较大。 

从生猪和饲料的市场价格可以看出，肉猪出栏价格、小麦麸价格、玉米价格等指标的波动幅度不大，仅有仔猪价格有较大

的波动。对地方宏观经济指标而言，投保养殖户所在区（县）的农林牧渔平均总产值达到 54.58 亿元，各地年末平均生猪存栏

数为 35.18 万头。由于这些地区中既有成都邛崃、崇州、彭州等农业生产示范基地所在区域，也有乐山马边、峨边等欠发达地

区，导致部分经济指标的标准差较大。 

五、实证结果分析 

表 2 中的第（1）列展示了政府总补贴对生猪养殖户的投保需求的影响；第（2）列是总补贴和生猪市场价格指标变化对投

保需求的影响；第（3）列是在第（2）列的基础上加入地方宏观经济变量后的回归结果。 

表 2总体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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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名称 （1） （2） （3） 

总补贴（x1） 
0.0183*** 

（0.0006） 

0.0183** 

（0.0006） 

0.0182** 

（0.0006） 

肉猪出栏价格（x2）  
-0.0225*** 

（0.0077） 

-0.0240*** 

（0.0075） 

仔猪价格（x3）  
0.0060*** 

（0.0015） 

0.0052*** 

（0.0014） 

小麦麸价格（x4）  
0.1466 

（0.1397） 

0.1450 

（0.1402） 

玉米价格（x5）  
-0.0277 

（0.0389） 

-0.0515 

（0.0387） 

农林牧渔产值（x6）   
-0.0006*** 

（0.0001） 

年末生猪存栏头数（x7）   
0.0009*** 

（0.0002） 

常数项 
0.0008 

（0.0077） 

0.0083 

（0.2573） 

0.1125 

（0.4444） 

R2 0.9565 0.9600 0.9608 

 

注：***、**、*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字为稳健标准误。 

由表 2可知，总补贴对不同养殖户的投保需求有正向影响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验证了假说 H1。目前，各级政府对生猪价

格指数保险的保费补贴总和已经占到总保费的 60%以上。政府财政通过保费补贴，以利益诱导的形式吸引各类养殖户参加保险，

提高养殖户的投保积极性。同时，表 3 的结果反映了不同级别的政府财政补贴对规模养殖户的投保需求亦有正向促进作用。但

是，保单数据显示，生猪价格指数保险作为一种地方特色农业保险，一直未获得中央财政的补贴，巨额的保费补贴全部由各级

地方政府承担，给地方政府造成了较大的财政压力。 

肉猪出栏价格对投保需求有负向影响，并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验证了假说H2。虽然生猪价格指数保险以第三方机构公布

的价格指数为理赔依据能减少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发生，但是猪肉价格的规律性变化使得生猪养殖户仍然能够轻松预测相关参数

变化趋势，导致投保需求存在明显的逆向选择现象：在肉猪出栏价格下降、养殖收入减少时选择投保以规避风险，在肉猪出栏

价格上升、养殖收入增加时放弃参保。此外，仔猪价格对投保需求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仔猪价格是反映生猪规模的重要指标，

仔猪价格越高说明市场总体的生猪补栏的积极性高、养殖规模越大。养殖户为降低未来市场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为新补栏的

生猪投保，导致投保需求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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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的总补贴是省级、地市级和区（县）级政府补贴的总和。从对生猪养殖户投保需求的影响来看，总补贴和各级补贴

应该基本一致。因此，将表 2 中第（2）列的总补贴替换为省、地市、区县三级补贴进行稳健性检验，得到表 3 的第（1）列。

同时，在表 3 的第（1）列的基础上加入地方宏观经济控制变量得到表 3 的第（2）列。政府补贴和肉猪平均出栏价格对生猪养

殖户投保需求正向作用的显著性不变，并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 

表 3稳健性检验 

变量名称 （1） （2） 

省级补贴 
0.0261*** 

（0.0015） 

0.0261*** 

（0.0014） 

地市级补贴 
0.0117*** 

（0.0012） 

0.0117*** 

（0.0012） 

区（县）级补贴 
0.0235*** 

（0.0012） 

0.0234*** 

（0.0012） 

肉猪出栏价格 
-0.0120*** 

（0.0032） 

-0.0121*** 

（0.0032） 

关联价格变量 是 是 

地方经济控制变量  是 

常数项 
0.3697 

（0.2261） 

0.5001 

（0.2378） 

R2 0.9797 0.9801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以四川省某保险公司在 2015—2018 年于四川省承保的“绝对价格”模式生猪价格指数保险的保单数据为例，结合四年

间生猪及猪饲料市场价格的变动趋势，通过实证模型考察了市场价格波动和政府财政补贴对规模养殖户购买生猪价格指数保险

需求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总补贴和各级政府单独的补贴均对养殖户的投保需求有正向的推动作用。政府补贴可

有效减轻养殖户的保费负担，提高养殖户的投保积极性，有利于农业保险市场的成长。 

第二，从总体上看，仔猪价格与投保需求呈正相关关系，说明生猪养殖规模越大，养殖户投保需求越大；而肉猪出栏价格

与投保需求呈反向变化关系，说明生猪价格指数保险市场存在一定的逆向选择现象。 

第三，市场价格波动对不同规模生猪养殖户的投保需求影响程度不同。除小麦麸价格和仔猪价格外，其余所有的价格指标

均对小型规模养殖户的投保需求有显著的影响。但是，仅有市场零售价格、猪粮比和后备母猪价格会对大型规模养殖户的投保

需求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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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一些政策启示：首先，政府应在原有的财政补贴方式的基础上继续优化，参照传统生猪养殖保险

的补贴模式，建立中央和地方共同分担保费补贴的机制以分担基层财政的压力。由于中央财政补贴的缺位，生猪价格指数保险

中的大量保费补贴造成的资金压力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负担，限制了业务进一步拓展。
[32]
因此，中央财政应考虑对各省（区、市）

的特色农产品保险提供适度的保费补贴，缓解地方政府的资金压力，提高财政补贴的效率。其次，完善保险定价和理赔机制，

推动生猪价格指数保险产品的创新。目前，市场上流行的“猪粮比”模式和“绝对价格”模式均不能有效防止逆向选择行为的

发生。因此，需要政府和保险公司共同努力，在现有产品的基础上改进创新，如延长保险的承保期限、缩短理赔周期、引入场

外期权。最后，由于不同规模的养殖户的投保需求受政府补贴和市场价格的影响程度不同，政府保险公司应针对不同规模养殖

户的特征，设计不同的保费补贴政策和保险产品，如针对不同的生猪投保数量设置差异化的保险费率、对投保数量较多的养殖

户进行适当的保费优惠，以更好地满足不同规模养殖户的差异化需求。 

注释： 

①签单日期在保险生效日期的前一个月。 

参考文献： 

[1]庹国柱.我国农业保险政策及其可能走向分析[J].保险研究,2019(1):3-14. 

[2]王克,张峭,肖宇谷,等.农产品价格指数保险的可行性[J].保险研究,2014(1):40-45. 

[3]Mobarak, Ahmed Mushfi,Rosenzweig, Mark R.Informal Risk Sharing,Index Insurance,and Risk Tak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3(3):375-380. 

[4]张燕媛,展进涛,陈超.专业化、认知度对养殖户生猪价格指数保险需求的影响[J].中国农村经济,2017(2):70-83. 

[5]谭莹,张伟,邱俊杰.能繁母猪保险政策的养殖户支付意愿分析[J].保险研究,2014(6):11-17+95. 

[6]施红.生猪保险对农户收入的稳定效应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46(2):126-135. 

[7]叶朝晖.关于完善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思考[J].金融研究,2018(12):174-188. 

[8]廖朴,何溯源.我国生猪价格保险中的逆选择分析[J].保险研究,2017(10):79-86. 

[9]鞠光伟,王慧敏,陈艳丽,等.我国生猪目标价格保险实践的效果评价及可行性研究——以北京、四川、山东为例[J].农业

技术经济,2016(5):102-109. 

[10]张峭,汪必旺,王克.我国生猪价格保险可行性分析与方案设计要点[J].保险研究,2015(1):54-61. 

[11]张林,温涛.农产品目标价格保险试点经验、问题及对策——基于 3个试点地区的调查[J].经济纵横,2019(7):74-82. 

[12]卓志,王禹.生猪价格保险及其风险分散机制[J].保险研究,2016(5):109-119. 

[13]李丹,刘从敏.保险经营视角下政策性粮食作物保险的农户需求——基于黑龙江省“两大平原”地区 740 个种粮农户的



 

 10 

问卷调查[J].保险研究,2014(12):70-77. 

[14]秦涛,田治威,刘婉琳,等.农户森林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3(7):36-46. 

[15]刘飞,陶建平.风险认知、抗险能力与农险需求——基于中国31个省份动态面板的实证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16(9): 

92-103. 

[16]杜鹏.农户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湖北省五县市 342 户农户的调查[J].农业经济问题,2011,32(11): 

78-83，112. 

[17]韩洪云,孔杨勇.农户农业互助保险参与行为影响因素分析——以浙江临安山核桃种植户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 

2013(7):24-35. 

[18]王志刚,黄圣男,钱成济.纯收入、保费补贴与逆向选择对农户参与作物保险决策的影响研究——基于黑龙江和辽宁两省

的问卷调查[J].中国软科学,2013(6):30-38. 

[19]叶明华.政策性农业保险:从制度诱导到农户自主性需求——基于江苏省 585 户粮食种植户的问卷调查[J].财贸经

济,2015(11):88-100. 

[20]张伟,郭颂平,罗向明.风险演变、收入调整与不同地理区域农业保险的差异化需求[J].保险研究,2013(10):32-41. 

[21]张政伟,杜锐,张在一.生猪价格风险责任分担:基于 EEMD 的分解[J].保险研究,2018(04):55-64. 

[22]张珩,程名望,罗添元,朱珍贵.地方政府支持对农户特色农产品保险决策行为的影响研究——以陕西省苹果保险为例

[J].保险研究,2019(11):56-71. 

[23]张跃华,杨菲菲.牲畜保险、需求与参与率研究——基于浙江省生猪养殖户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J].财贸经济,2012 

(2):58-65. 

[24]张祖荣.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使用效果评价:方法与证据[J].财政研究,2017(8):101-111. 

[25]黄薇.保险政策与中国式减贫:经验、困局与路径优化[J].管理世界,2019,35(1):135-150. 

[26]刘蔚,孙蓉.农险财政补贴影响农户行为及种植结构的传导机制——基于保费补贴前后全国面板数据比较分析[J].保险

研究,2016(7):11-24. 

[27]段文军,袁辉.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调节效应分析——以湖北省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2013,34(1):39-42. 

[28]肖卫东,张宝辉,贺畅,等.公共财政补贴农业保险: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J].中国农村经济,2013(7):13-23. 

[29]王克,张峭,张旭光,等.猪周期、逆选择和我国生猪价格指数保险的发展[J].中国食物与营养,2016,22(11):42-45. 

[30]王建华,杨晨晨,唐建军.养殖户损失厌恶与病死猪处理行为——基于 404 家养殖户的现实考察[J].中国农村经济,2019 



 

 11 

(4):130-144. 

[31]鞠光伟,张燕媛,陈艳丽,等.养殖户生猪保险参保行为分析——基于 428 位养殖户问卷调查[J].农业技术经济,2018 

(6):81-91. 

[32]张燕媛,鞠光伟.政策性生猪价格保险制度改革：现实困境与补贴策略[J].农村经济,2019(7):89-94. 


